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探析
张育瑄[footnoteRef:2]  [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全球正义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2BKS009）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当前，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复杂化、霸权强权羁绊、国际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保守主义强势反扑等因素的叠加冲击下，全球治理体系不堪重负，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其根源在于主导上一轮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方案，由于其意识形态底色，无法适应大变局时代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作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全球治理方案，其逻辑起点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倡导各国建立起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其目的是通过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相比于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具有发展层面和人权层面的双重优势。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族国家 全球治理 全球化

当代国际社会的最大现实问题在于全球治理赤字，从传统的南北问题、南南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到新兴的生态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本质上都可以视为全球治理赤字的外在反映[footnoteRef:3]。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体系至多只能保障民族国家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却无法为推进积极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基础。[footnoteRef:4]自由主义者并非没有认识到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带来的全球治理赤字的问题，但是，自由主义者诉诸于主权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消解民族国家的方式实现全球治理，从本质上讲，这种解决方案并非是对全球治理赤字问题的扬弃，而是试图否定全球治理赤字问题的存在基础，加之主权多元化方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其实践中必然受到激烈抵抗。[footnoteRef:5] [3:  Patrick S，“The Unruled World: The Case for Good Enough Global Governance”，Foreign Affairs，Vol.93，No.1，2014，p. 60.]  [4:  涛慕思·博格：《世界主义与主权》，徐向东编：《全球正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8页。]  [5: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9-141页。] 

民族国家构建史分析业已表明，现代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则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footnoteRef:6]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政治单元，具有相当程度的坚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坚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通过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footnoteRef:7]。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比之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方案，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优越性。 [6:  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载《复旦政治学评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7:  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第7页] 

一、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全球治理赤字
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全球治理赤字，具体表现在一国内部治理的有序性和国际治理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同时，一国内部治理的有序性还要受到诸种外部因素影响，其中，全球治理赤字在特定情况下会成为某些国家内部治理失序的主要诱因。习近平主席站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高度，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需求，提出了立足于推进积极有效的全球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新型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footnoteRef:8]。 [8: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第5页。] 

尝试理解全球治理赤字和中国应对，其前提是体察无政府状态的概念内涵和具体实践。所谓无政府状态有两层含义：无政府不可划约为无秩序，从其被动层面而言，意味着中央权威的缺失，当某一系统内部发生冲突时，冲突各方无法诉诸一个更高层面的权威机关从而和平的解决彼此的冲突，从其主动层面而言，意味着总体计划的缺失，在无政府系统中，各方缺乏一个以总体利益为核心的多方协调机制，通过各方协作促进总体利益。[footnoteRef:9]无政府状态的假设通常被哲学家用作社会思想实验的理论基础，如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假说、诺齐克的市场经济版本自然权利假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假说，都可以视为无政府状态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应用。国际关系层面的无政府状态往往突出以下特点：一是国际关系层面的无政府状态表现为对内的有序性与对外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footnoteRef:10]。当前世界各国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只要是一个能够有效存续的现代国家，在其对内治理层面，总是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在社会的长远规划层面，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会在国家意志层面对其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有效治理；二是由于全球化的深度联结，世界各国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之间高度嵌合并紧密联系的状况，一国能否建立有效的内部秩序，不可避免的受到外部因素的重大影响，尤其是某种综合实力相对贫弱的国家，在霸权和强权羁绊下，将难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即使不考虑外部政治干涉的情况，现代国家的内部稳定性高度依赖经济稳定性，在世界市场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国际分工体系及世界市场的诸多不合理因素，相对贫弱的国家将很难只依靠自己的能力维持国内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footnoteRef:11] [9:  Overbeek H & Dingwerth K & Pattberg P, et al，“Forum: Global Governance: Decline or Maturation of an Academic Concept?”，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2，No.4，2010，p. 699.]  [10:  Weiss T G & Wilkinson R，“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Authority, Power,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8，No.1，2014，p. 211.]  [11:  Berdal M，“How "New" Are "New Wars"? Global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Study of Civil War”，Global Governance，Vol.9，No.4，2003，p. 502.] 

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已经不适应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确立主权原则，一方面将某些内政因素划归主权国家内部解决，从而避免了欧洲历史上宗教纷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为主权国家的内部稳定提供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主权和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保障了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的生存权，主权原则的确立，大大减轻了国家竞争中的军事压力，降低了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必要性，同时也保障了现代国家的低死亡率和国际关系的大体和平[footnoteRef:12]。但是，仅仅以建立互不侵犯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显然已不适应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得愈加紧密，单纯的“互不侵犯”原则已经难以保障每个国家的充分发展的权利，由于给其他国家造成损害的手段不断升级，以至于“互不侵犯”在当代国际关系的政治实践中的概念边界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了[footnoteRef:13]。 [1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13:  Davenport J J，“Just War Theor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Need For A Democratic Federatio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ol.39，No.3，2011，p. 550.]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现代国际社会早期，国际关系主要体现在以国家实体互动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关系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因素相对较少，通过确立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足以保证各国根据自身的独特的历史状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并推进内部有效的社会治理。然而在当今时代，国际关系除了具有传统的政治因素外，还包含极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现代民族国家日益作为经济实体参与国际互动，但是却缺乏一种全球性的有效机制调节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在国际市场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规则、技术壁垒、国际借贷资本等形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总体剥削。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保证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际关系体系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的经济权利和发展权利[footnoteRef:14]。 [14:  郗戈：《从资本逻辑看“全球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第83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大动荡、大变革使全球治理体系不堪重负，碎片化、无序化加重，亟需扬弃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呼唤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案。必须指出的是，扬弃本身并不以消灭问题的存在为逻辑前提。需要扬弃的并不是主权国家，而是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同样，消除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也并不意味着要组建一个垄断性质的世界政府[footnoteRef:15]。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际关系中有三种可能的无政府状态，分别是霍布斯式的、洛克式的和康德式的：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家之间将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国际关系的本质即是不择手段的消灭敌人，霍布斯承认各国间可能存在和平，但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力量的制约和平衡；洛克式的无政府状态的角色核心是对手，各国承认彼此作为政治实体的基本生存权利，轻易不会诉诸武力消灭彼此，另一方面也将彼此视为潜在的威胁，竭尽全力发展自己遏制他者；[footnoteRef:16]康德则认为各国应将彼此视为兄弟和朋友，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多种手段建立互信可靠的国际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之中寻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温特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理解为“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footnoteRef:17]在他看来，虽然康德式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状态，但是国际社会从霍布斯迈进到洛克，始终有一种螺旋上升的内在动力，康德式无政府状态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footnoteRef:18]。温特对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研究，其学术价值在于：一是考证了国际社会之中的确存在一种向上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肯认了民族国家“具有集体向度，这种集体向度导致政府在宏观层次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有规律行为”，需要以民族国家为本体理解国际社会。[footnoteRef:19]由此可知，要克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既不能以消除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为代价，更不能以建立某种集权式的世界国家为解决办法。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footnoteRef:20]，解决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只能以承认主权国家的客观性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扬弃其困境寻找新的出路。 [15:  郭振家：《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概念》，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0页。]  [1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7页。]  [1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18:  “康德式的无政府状态”是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专有名词，也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对于未来国际关系的理想模型。在温特看来，康德的世界政府理想，显然不是在“国内政府”一词的意义上使用“世界政府”一词，康德论及的世界政府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以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关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完成了内部共和制改造的主权国家性成国际联盟，共同管理国际事务，尤其是维持和平的事物。所以，世界政府不是中央集权式的传统政府，而是主权国家联盟组成的松散组织，这一松散组织，在温特看来，就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理想模型。同时必须认识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并不包括温特设想的主权国家之间亲如兄弟的友谊状态，其更多的落脚点是“和平”而非“发展”，温特对康德永久和平及其世界政府的解释，在概念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发挥，但这种发挥在笔者看来是可以得到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支持的，在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系统内，也是逻辑自洽的。]  [1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二、自由主义主权多元化方案的困境
面对全球无政府状态以及全球治理失序的客观现实，自由主义者站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主权多元化构想。所谓主权多元化构想，就是要求将传统国家不可分割的绝对主权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加以分割，所谓向上分割，要求主权国家通过国际条约等形式授权成立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机构，统一行使让渡出去的主权，这一让渡出去的主权不仅包括传统的经济职能，甚至包括一定程度的军事职能[footnoteRef:21]。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国际条约成了共同的军事组织用以维持国际和平和监督各主权国家履行国际契约，有的主张通过让渡战时指挥权的形式履行上述功能[footnoteRef:22]。所谓向下分割就是将传统的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让渡给地方政府，这一让渡既包括经济权利（如税收和财务的自主权），也包括政治权利（如在国际社会有地方政府单独的代表权）。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向下分割主权在理论上不能等同于传统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甚至也不能等同于西方联邦制下的主权构成，这一向下分割让渡出的是最终决定权力，甚至包括某种程度的分离权[footnoteRef:23]。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中央政府仅仅负责协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负责维持宪法的稳定性，但不得直接干预地方政府行政，甚至应当允许各地方政府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脱离中央政府。 [21:  Held David，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37.]  [22:  Thomas Pogge，“Moral Progress”，in Steven Luper-Foy (eds.)，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Boulder: Westview，1988，p. 295.]  [23:  Thomas Pogge，“Cosmopolitanism”，in Robert Goodin, Philip Pettit, and Thomas Pogge(eds)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blackwell，2007，p. 315.] 

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的看法，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反封建的斗争历史中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的主流意识了，他们给出的理由不是全球治理赤字的客观现实，而是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权理论无法充分保障自由主义视域下的人权[footnoteRef:24]。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主权的根本基础在于人权，主权自身没有任何独特的道德价值，主权国家的组织形式仅仅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治下的人权，主权自身不具备任何道德特殊性[footnoteRef:25]。同时，自由主义者还将人权问题意识形态化的等同于西方的代议制政体，认为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体制才是对人权的根本保障。欧盟的政治组织形式是主权多元化理论家心目中的理想模型，普世欧盟化正是自由主义者心目中未来国际政治的理想蓝图[footnoteRef:26]。 [24:  Nagel T，“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33，No.2，2005，p. 116.]  [25:  涛慕思·博格：《世界主义与主权》，徐向东编：《全球正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  [26:  Rousseau J，A Lasting Peace through the Federation of Europe and The State of War, C.E. Vaughan (trans)，London: Constable and Co，1917，p. 112.] 

因此，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方案的核心针对点不是全球治理赤字，而是全球的政治状况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主权多元化方案的逻辑基础不是唯物主义的，不强调从客观现实和客观需求出发提出符合客观历史条件的解决方案，其治理方略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footnoteRef:27]。这样一种方案无论是逻辑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面对巨大困难，下面将分三个方面简述其困难。 [27:  Mani R，“From 'dystopia' to 'Ourtopia': charting a future for glob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91，No.6，2015，p. 1237.] 

首先，从逻辑上讲，主权多元化方案始终面对一个授权不清的逻辑问题，按照主权多元化方案，是由各国通过国际条约让渡出部分主权，这就涉及到让渡的界限问题[footnoteRef:28]。按照一般的契约理论，主体既然有授权的权利自然也就有收回的权利，国家通过授权让渡主权，这从逻辑上说是否是真正的在让渡主权？如果这一让渡不可收回，那么通过让渡权利建立的国际组织事实上就已经成为了新的主权者。如果这一授权可以收回，那么此种通过让渡权利建立的国际组织就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的中央权威，与传统意义上的通过条约自愿建立的国际组织（如欧盟）无异。所谓向下授权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主权国家若是永久性的向地方政府授予主权，那就造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分裂，而如果这一授权不是永久性的，那与当今西方国家流行的联邦制的组织形式又不存在差异了，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这一授权行为归根结底是主权国家做出的，而主权国家亦有可能收回授权，主权多元化构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清楚主权与授权的优先级问题。 [28:  Brassett J, Smith W，“Deliberation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agency, arena, affec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2，2010，p. 418.] 

其次，从理论上讲，主权多元化方案无法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主权多元化方案虽然其逻辑起点是意识形态化人权理论，但是其落脚点也有一定程度的治理因素，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设想，只有充分分割的主权才能更好的保障各级政府治下的人权[footnoteRef:29]，而人权的保障必然要以治理的有效性为基础。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欧盟的政治组织形式实现国家内部的充分治理。问题在于，未经充分整合的国际实体，其缺乏对内部关系的有效平衡能力，任何一种治理都不可能是绝对有效的，当总体治理有效性缺失的时候，其联盟的稳固性必然受到影响，尤其是为了总体利益某些情况必须牺牲局部利益时，依靠主权国家国际条约授权组织的中央机构将难以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英国脱欧正是对主权多元化范本的欧盟的政治组织形式提出的强烈质疑，当欧洲各国在关税、汇率、难民等问题上无法达到利益一致时，主权国家优先考虑的仍然是本国利益，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退出国际组织也是理论上必然的选择[footnoteRef:30]。主权多元化方案的逻辑起点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最终会向实际的治理效用妥协，主权多元化方案在理论上并不具备实际治理效用的特别优势。 [29:  Held David，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138.]  [30:  余涛：《分离主义:概念、形式和原因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6页。] 

最后，主权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方案罔顾当今时代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现实，因而缺乏现实的可行性[footnoteRef:31]，并且，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方案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极有可能沦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当今时代国际关系最大的现实就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体系，这一体系虽然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是解决主权国家体系所带来的问题不能以取消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为路径。主权国家通过民族国家这一表达形式日益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现实的客观需求，各民族通过民族主义的动员形式也在不断塑造自身的民族国家认同。在当今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方兴未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生产力组织形式在释放出其全部潜力之前，都有自身的存在合法性，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稳固的客观合理性，主权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将与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发生直接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有极大可能倒向民族国家的胜利[footnoteRef:32]。至于全球正义理论家视为典型的欧盟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偶然性，这一组织形式本质上是依赖于欧洲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冷战的特殊历史时期。同理，将西方式的政治组织形式，尤其是意识形态化的人权理论，、作为全球正义的逻辑起点，作为评价各国政治组织形式的道德根基，显然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且，这一意识形态化的人权理论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成为西方国家借以实现意识形态扩张和侵犯他国国家利益的理论工具。 [31:  Bell D，On Realism and Global Justice，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8，p. 298.]  [32:  高景柱：《评民族主义与全球正义之争》，载《民族研究》2016年第03期，第7页。] 

这一切都表明，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解决方案，其逻辑基础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人权理论，其现实政治诉求是将欧盟的特殊性加以普遍化，其实质是有选择地实施霸权主义，因为在实践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势必奉行双重标准甚至流于暴戾和伪善，意识形态只是赋予国家间使用暴力的合法性而已，这种方案无论是在逻辑、理论及现实的政治实践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新的全球治理必须寻求一种更为优秀的“扬弃”方案。
三、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赤字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症结所在，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必须要“扬弃”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要看到当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全球治理赤字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要正确承认现代民族国家的客观性这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对当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进行修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当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扬弃，该方案将全球治理的客观需求与主权国家的客观现实结合起来，强调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通过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促进全体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footnoteRef:3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是当今时代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力图通过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切实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由各国根据自身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的组织形式，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各民族国家的实际人权状况的增长[footnoteRef:34]。相较于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理论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有以下三点优势。 [33: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46页。]  [34:  秦宣，刘鑫鑫：《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第43页] 

第一，坚持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提供更大的可行性。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政治实践的主流形态，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将是国际政治最坚实的基础。自由主义思想家虽然意识到欧盟和跨国公司等超国家共同体形式的存在，但却高估此类共同体的普遍性和实在性。超国家共同体的存在建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自愿订立的条约，其本质上仍然依赖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可，一旦缺乏国家的认可，此类实体的存在是高度不稳定的[footnoteRef:35]。自由主义者们因民族国家体系对于当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某些理论责任而大肆批评，他们却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对落后民族和地区的保护性作用。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保护了综合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的基本生存，通过政府履行职能，保护了落后地区民族产业的发展。推进积极有序的全球治理，只能从时代所允诺的范围内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受益，自由主义者所偏好的主权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既无法被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接纳，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大背景下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支持，有利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footnoteRef:36]。与之相对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推进积极有序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选择，可以有效规避国家内部治理层面的意识形态冲突，更为有效的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主权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不仅不能削弱，还应加强[footnoteRef:37]。 [35:  Paltiel J T，“Yan Xuetong and the Pre-Q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Anarch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No.4，2011，p. 383.]  [36: . Ouyang K, Liu Y, Zhu L，“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Precondition, Problem Domain and Research Outline”，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Vol.1，No.4，2006，p. 655.]  [37:  李孝天：《国家集体认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载《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第142页。] 

第二，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提供更大普遍性。问题总是时代的问题，时代又赋予问题以客观性，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为核心的历史规律赋予每一个时代客观的时代性，而时代性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带来的切实问题就是垄断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资本剥削所带来的消费能力不足和相对贫困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会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帝国主义国家采用的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模式，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有计划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模式。采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就会带来相应的生产工具自身的问题以及立足于生产工具基础之上的组织问题，无论何种制度或意识形态，本质上讲，都要客观的解决生产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footnoteRef:38]，农业时代较少的面对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只有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工业生产才会面对原子能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时代的新问题。意识形态从其本质上讲，也是人类在调节生产分工过程中诸种组织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表达，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远远不及问题的普遍性，对此，马克思指出 “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真正实现的趋势。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footnoteRef:39]。以问题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就是要立足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广某种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可以为推进积极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更大的普遍性[footnoteRef:40]。 [38:  马乔恩，马俊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载《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18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40:  丁立群：《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典范——当代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6期，第18页。] 

第三，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人权优势。我国历来重视人权事业的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权，首先体现为生存权而后体现为追求幸福的权利，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footnoteRef:41]，而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主要是将人权等同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人权，等同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政治权利及其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在西方理论家看来，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权的外在表现，唯有自由主义制度所保障的政治权利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他们问题在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制度归根结底只是西方文明特定的产物，在“民主和平论”和“民主繁荣论”高度存疑的情况下，这一人权理论在政治上高度表现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理论工具[footnoteRef:42]。 [41: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25日。]  [42: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5页。] 

结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导致国际社会治理赤字加重，致使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严格意味着混乱、无序、以及战争，而是由于缺乏中央权威导致的国际治理失序以及治理赤字等客观现实状态。自由主义的主权多元化方案，是扬弃当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其深厚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的坚实性缺乏认知，导致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困境。扬弃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必须以承认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为基础，在承认民族国家本位的前提上得以展开，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看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发展的眼光，对扬弃当前国际治理体系的一次尝试。
与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变革一样，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充满了复杂变量与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不论人类文明是否情愿，由于民族国家间性关系的离心作用与全球资本高度整合矛盾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时代。[footnoteRef:4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达到，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证”[footnoteRef:44]。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正是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通过切实可行的国际合作，促进合作双方或合作多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以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促进一国、一地区人权状况的实际提升。一国的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采用何种制度才能更好的保障其治下的人权，这些问题都要在充分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交给该国人民自行处理[footnoteRef:45]。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关切的是人类未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根本性问题，促进人类整体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自觉全面发展，这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人权优势[footnoteRef:46]。 [43:  刘泓，张育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意义的民族政治学解读》，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年第6期，第23页。]  [4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45:  丑则静：《维护践行多边主义  破解全球治理之困》，载《红旗文稿·》2021年第10期，第46页。]  [46:  廖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35页。] 

Abstract The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overwhelmed by the combined impact of complex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anglehold of hegemonic powers, a severe shortag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a backlash against conservatism, there is a serious governance deficit.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lies in the liberal pluralistic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 which dominated the last 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annot meet the objective need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s because of its ideological background. As a programme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a Marxist perspective, the programme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ogically starts with the nation-state as the main body, advoc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rtnership of equal treatment, mutual consult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ountries, its aim is to democratize the rule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mankind through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has the dual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and the human rights dimension over the liberal sovereign pluralism programme.

（张育瑄，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